拓展活动和资源

一、拓展活动

查阅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“复兴之路”虚拟展馆，收集关于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材料，并对收集到的历史材料按微课中所学进行历史事件的评价。

二、辅助资源

1.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第95集被动的自强 链接：https://b23.tv/av6547465/p95

2.阅读材料
同文馆的风波与成绩

    同文馆，学习西方学问的学校，聘请的教师都是洋人，筹办的时候，憋住了劲儿，要把西方富国强兵的学问，都掏过来，最初的打算，是办一所顶尖精英的学堂，学员从翰林院和其他衙门里正途出身的年轻人中挑选，也就是说，打算让中国当时科举制下的精英人士，一群年轻的科门高第，进士翰林来学的。主事的恭亲王奕䜣，虽然打的是学习天文历算的招牌，实际上，就是学西学。

    然而，却遭到一个人的强烈阻击，这个人就是倭仁。倭仁是个真性情的汉子，讨厌洋人，还真就身体力行，实践到底，硬是不肯沾洋务的边儿，顺便把自己气病了。当日倭仁的阻击，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撑，京师上下，同文馆非议纷纷。揭帖（类似后来的大小字报）都贴在前门了，有俚语：“胡闹，胡闹，教人都从了天主教。”也有文言：“未同而言，斯文将丧。”“孔门弟子，鬼谷先生”。翰林院加上各个衙门的精英，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“鬼谷先生”弟子的。一时间，跟洋人学习，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儿。一个个进士出身的“孔门弟子”，集体抵制同文馆。即使有个别想进的，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，也只能缩了。

    同文馆最后，只能做大幅度调整，强调“政治正确”，出身可靠，在贫苦旗人中选人。即使是皇家嫡系的恭亲王，面对旗人的七嘴八舌，也得让步。这一让，就把个学习西学的高级学堂，变成了旗人又一个吃闲饭的养成所。到后来，才逐步开放，允许民人报考。肯进同文馆的八旗子弟，多半是看在同文馆优厚的待遇才来的，管吃管住，山珍海味，每月还有若干两银子津贴。就这样，第一批，也仅仅只有70人报考。

    同文馆于同治元年（1862）七月二十九日正式开学。学堂的课程，中西合璧，教洋文的教师一概都是外国人（后来教西学的也大部分是外国人），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，上课绝对的“情景教学”。同文馆开始的时候设英、法、俄文三馆，随后又加了德文馆，1897年又设了东文（日文）馆。分前馆后馆（高年级和低年级），后馆比照西方的中学，前馆比照西方的专科，学制八年。学生初进馆，每月3两银子的补贴，以后陆续增加，最多可以达到每月12两，当时一个七品的翰林，每年俸禄不过45两。不仅补贴可观，而且管吃管住，除了衣服之外什么都管发，据进过馆里读书的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，馆里的学生每六人一桌，每餐四大盘、六大碗，有鱼有肉有海鲜，夏天还有一个大海碗，放着水果莲藕什么的，冬天海碗改成火锅，什锦锅、白肉锅和羊肉锅任选。如果这些你都不乐意吃，那么可以另外随便点菜，如果学生来了客人，也可以随便要菜，一个子都不用花。就这样，同文馆的学生还动不动就嫌伙食不好，摔碗砸碟闹罢餐。

    同文馆从小皇帝同治登基开始办（1862），一口气办了20年。转眼到了光绪年间，俄国人总是借勘界的机会，蚕食中国的领土，跟俄国人交涉成了大问题，总理衙门想起了同文馆，于是到馆里找人才。一下子从俄文馆找来了七八个学生，一个俄文学了13年，其余的也学了7年，结果呢，没有一个懂俄文的，成绩最好的一个刚刚能把俄文字母念上来，其余的连字母最多也不过认识一半。英文馆的状况稍好，而其中最好的张德彝，后来派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做翻译，据严复讲，听力很差，连日常用语都翻错。张德彝后来做了清朝的外交官，在西方转了好些年，写的游记，居然纪录了大量西方的儿童游戏，没多少正经事。像张德彝这样出身同文馆的外交官，当年有一群，后来都做到参赞和公使。学外语的做外交官，在中国是个传统。其中最有名的是陆徵祥，此人出身基督徒家庭，原来外语基础就相当不错，在担任驻外使节期间，娶了一个比利时太太，进入民国，做到外交总长，算是同文馆毕业生中，官阶最高的一人。

    这所西式的国立高等外语专科学校，虽然设施好，待遇优，但师资可是一般般，有学问的西方人，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乐意来中国教书，即使有乐意来的，中国的官僚机构也请不到，所以，能请到的都是传教士。当然也有若干特别差的混子混了进来，自己连像样的文章都读不通，上课只好呀呀呜。好在从学校负责人到学生，对外国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判定人家是洋人，也就可以了。师资不咋样，管理更差，同文馆从开办那天起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衙门，管理大臣外加提调、帮提调以及一群办事人员，除了公文往来，就是面上的安排，只要学校开张，课堂有人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管，也管不了（还好，还没有假装懂行）。

同文馆的毕业生，就名头而言，最出息的一个，是齐如山，此人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的改革，使梅走向了世界。

    当然，要说同文馆一点成绩也没有，也不公平。同文馆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，在主持同文馆期间，张罗翻译了《万国公法》，即国际法，并用在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。所以，凡是同文馆出身比较好的学生，都比较熟悉国际法，做外交官，至少不会说太多的外行话。作为一个被拉进西方世界体系的国家，学会人家的游戏规则，当然是件好事。

     同文馆的开办，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政府办的西式学堂的标板，此后，上海开办了广方言学堂，广州开了同文馆，都是北京同文馆的复制。原本是要学西学的，后来都是在培养翻译。在一个急切需要西学知识的洋务时代，中国政府开办的学堂，居然都是在学外语，不能说是一种悲哀。

——张鸣《洋务自强》有删节

结合材料和所学，你如何评价京师同文馆的开办？

